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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大洪水到广土定居：
最初“中国”形成的地理空间及文化考论*

李双芬

摘 要：各类研究资料表明，公元前2000年前后是中国早期文明发展的一个转折点。在此时期，大范围的

降温与洪水灾害改变了中国早期文明演进的多元化进程，中原周边诸早期文明因无力应对灾害而发生文化衰

变与更迭。伴随着周边众多族群向中原地区的迁徙，早期诸文明的衰落、消亡与中原文明的勃兴同步发生，中

原地区因为地理环境的优势发展起以二里头为中心的广土定居文明。中原文明吸收并借鉴了周边早期文明发

展的经验教训，在治水的过程中形成世俗务实的文明演进模式。而“居中而治”和“天下”观念也基于中原定居

文明而产生。在文化交流和族群融合的过程中，中原地区形成了新的文化共同体。祖先崇拜的发展、大一统观

念的形成、国家制度与权威观念的成熟以及礼乐文化的成长等，使中原成为最初的“文化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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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国家与文明起源研究，近半个世纪以

来一直是学界特别是考古界关注的热点。回顾

既往的探索历程，学者们的研究兴趣大多聚焦

于对最早“中国”的界定与阐释。但由于考古学

有着独特的学术研究范式，研究者多重点关注

物质文化的地域范围、文明的构成元素如王权

与国家的形成、代表性文化器物类型的传播等

诸多物质与技术的层面，大多并没有将中国文

明起源本身作为一个完整独立的文化体系加以

综合考察。为了改变这种现状，“研究中国国家

的起源、形成和发展，应该将之放在中国所处的

特定地理自然环境中，放在中国社会所处的特

定文化格局中”［1］。我们需要关注最初“中国”

的形成动力与过程，聚焦当时历史发展的空间

场景与历史文化因素，在具体历史语境中体察

最初“中国”文明演进的历史逻辑，进而阐释最

初“中国”的文明精髓和内涵。本文利用多学科

资料和理论方法，将最初“中国”的文明与国家

演进作为一个多内容多层次的动态文化体系展

开历时性与共时性的综合研究，试图展示“文化

中国”最初的面貌及其演进轨迹。

一、大洪水与文化更迭

有史以来，华夏大地灾害频仍，发生最频繁

的是水灾和旱灾。因受季风气候影响，每年降

雨时段集中，水资源分布不均且变异性强，水灾

占全部自然灾害的 50%以上，这种水文气候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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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全球罕见。

根据先秦文献记载①，公元前 2000 年前后，

我国可能经历过一个持续时间较长的洪水频发

期。近年的各类研究资料进一步证实，因全球

性异常气候的影响，夏朝建立前夕确实发生过

大洪水，而在黄河全流域河道中均发现有当时

洪水的沉积证据②。

大范围的气候变冷与干旱以及降雨量的持

续增多可能是导致当时洪水灾害的主要诱因③。

气候的持续干冷导致植被大量消失，由此引发

农业歉收和大范围的饥荒。同时，气候环境的

显著变化也会加剧或舒缓当时社会的区域矛盾④。

《墨子·非攻下》有“昔者三苗大乱，天命殛之。

日妖宵出，雨血三朝……夏冰……”的记载，《古

本竹书纪年》也有“三苗将亡，天雨血，夏有冰，

地坼及泉……”的记载。“夏有冰”提示了气候可

能存在的异常突变，而大禹征伐三苗则是部族

之间矛盾冲突的反映，其时正值公元前 2000 年

前后，为考古学上的龙山时代晚期。

正是基于此，有研究者曾指出，气候“很可

能是中国文明起源的决定性因素”［2］。近年的

环境考古资料也显示，“嵩山东南麓的新砦遗址

第二期文化、洛阳盆地的龙山文化和二里头文

化之间都发现有异常洪水的迹象”［3］31。河南偃

师二里头遗址、河南北部的焦作西金城城址以

及山西南部的绛县周家庄遗址也都发现有关于

公元前2000年前后洪水事件的地质与考古记录⑤。

同时，“龙山文化和二里头文化之间的大洪水，

从沉积特征来看，是洛阳盆地的一个高水位时

期，盆地的中央积水成湖”［3］33。

上述情况说明，公元前 2000 年前后，以山地

和盆地为主体的豫西、晋南地区的确曾发生过

整体性的大洪水。气象、天文与地理学的研究

还证实，其时的大洪水还波及了包括现在的黄

河、淮河流域以及长江上游的岷江流域及长江下

游浙东平原的广大地区。于是，“龙山文化突变

为岳石文化，良渚文化也突变为马桥、湖熟等文

化。……4000 多年以前我国曾发生一次延续了

若干年的特大洪水灾难，应该是历史事实”［4］。

而对这些地区重要遗址的考古研究也证实了这

一点：这些区域内的部族和文化可能因突遭洪

水袭击以致短时间内崩溃乃至毁灭。

实际上，与洪水相伴的还有降温。那时大

范围的降温和气候异常，曾经恶化了整个中国

大陆的生态环境，导致了中原地区以外各史前

文明的衰变［5］，中原周边的诸多文化由此发生

剧烈变迁。靳桂云等人研究发现，北方红山文

化在繁荣期突然衰落，其后的小河沿文化的发

展走入低谷，皆因降温引起的生态环境恶化，使

谷物种植难以为继，最终导致了文化的衰落⑥。

同时，内蒙古中部的老虎山文化的突然中断也

与降温导致的热量不足而使农业发展受挫有

关⑦。在研究甘肃葫芦河流域齐家文化农牧业

分布的变化时，有学者注意到牧业区域的东界

向东扩展，也可能与气候突然变冷有关⑧。学者

也推测，“气候变化带来的灾变，可能导致了公元

前 2300 年前后，即龙山时期的肇始阶段，良渚和

石家河等长江中下游聚落中心的崩溃”［6］290。总

之，因为大洪水和北部较大区域范围内的降温，

“公元前 2000 年左右，在我国广大范围内，出现

了较为显著的文化更迭”［5］67。

相较于周边其他地区，位于中原的豫西、晋

南地区的地理环境却颇有利于防洪。该区域

“山前黄土台地分布广泛，台地面宽阔倾斜，河

流下切较深。当异常洪水来临时，上涨的洪水

一般只能淹没台地的前缘或在台地上形成决口

扇和漫洪河道，冲毁部分遗址，给史前人类的生

存环境造成一定威胁。但这里特定的地貌条件

给先民们保留了较大的迂回空间，人们可以通

过就地后退选择新的栖息地，从而使文化得以

延续”［7］。因此，与上述北方红山、南方良渚等

文化相继衰落、消亡的情形相反，中原诸多文化

遗址却于公元前 2000 年前后迎来新的发展局

面。中原文明的区域发展地位日渐凸显，最终

形成以中原为中心的发展趋势⑨，并奠定了早期

中国向以中原为中心的“多元一体”的文化格局

发展的基础。

这说明，公元前 2000 年前后的洪水发生时

期，同时也是中国大地发生巨大动荡与变革的

时期，周边部族的衰落与中原文明的勃兴同样

令人瞩目，以至于“在黄河中游地区，中国历史

上第一个王朝——夏王朝崛起，从而打破了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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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各区域的文明化各自发展、一些地区齐头并

进的均势局面，中国历史进入了一个以华夏集

团为基础建立的夏商周三代王朝为中心的‘王

国时代’”［5］73。因此，公元前 2000 年前后是中华

文明发展的一个转折点。伴随气候灾变和洪水

肆虐，中原文明发挥其地理区位和文化优势，终

致凸显出最初“中国”的文明底色。

韩建业曾提出传说时代古史的研究方法，

其中之一是变迁法，认为通过文化巨变、聚落巨

变和战争迁徙的结合有助于确定历史发展的一

些关键点⑩。对于这种结合，目前国内学界的一

个基本共识是：公元前 2000 年前后的气候变化

造成了中国大陆的降温和干旱，同时这次全新

世大暖期以来的气候向强冷突变，也引发了族

群迁徙和文明更迭。同时，我们也应注意到，

在关注历史和文明的长时段变迁时，不能仅仅

依靠考古学所提供的资料来进行演绎，“文明起

源和演进的理论探讨是不可能从考古材料的积

累和简单的经验归纳中获得的，它决不是单凭

考古学家对具体材料的常识性解释就能解决

的，它更有赖于社会科学整体理论的抽象思维

和假设，并有待于大量考古学实践的检验”［8］。

确实如此，考古发掘与诸多自然科学的先期探

研为进一步讨论中国早期文明的发展变迁提供

了切实的资料，而诸多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

也应该发挥其应有的研究效用。

二、族群迁徙与中原定居

洪水和海平面的上升使一些先民被迫放弃

原来的繁衍地和文化传统，通过迁徙来获得新

的生存空间以保存部族。因为突遭洪水袭击的

先民，如果没有立竿见影的治水措施，只能离开

故土别迁他处。

于是，受降温和洪灾的影响，公元前 2000 年

前后，中原周边诸多部族的人口迅速向中原区

域汇聚，大规模的、以中原腹地为目的地的跨区

域族群迁徙广泛发生。在中原区域内，其时以

二里头都邑与文化的发展为核心。这里地处嵩

山北麓的洛阳盆地，也有学者称之为伊洛地

区。考古研究表明，二里头文化一期，“遗址面

积逾 100 万平方米，似乎已经发展成伊洛地区乃

至更大区域的最大的中心。如此迅速的人口集

中只能解释为来自周边地区的人口迁徙”［9］。

这些迁徙而来的移民族群，包括自北而来

的先商文化部族以及南方北上的长江流域的部

分文化集群。北方的“商人自始祖契至上甲微

时，主要活动于太行至泰山之间的古黄河下游

地区，而商人起源地域也应该在此范围之内”［10］。

此次全球性降温事件使得原本一直生活在太行

山东麓走廊地区的商人因原居住地生存环境的

恶化而逐步南迁。同时也有研究者认为，其时

地处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也并未消亡，而是由

于气候突变，生存环境的恶化而迁徙去了中原，

并积极参与了夏朝的建立。地处河道下游的

诸文化向地势较高的中原地区的转移，还包括

东夷族群的西迁，他们也在这一时期迁徙汇聚

于中原。而且“从聚落时空演变的角度看，作

为二里头文化中心遗址的二里头遗址在伊洛平

原的出现也具有突发性，而没有源自当地的聚

落发展的基础”［11］88。

来自周边地区的人口迁徙使得洛阳盆地的人

口数量急剧增长，到了“公元前 1700年左右，即考

古学家所谓的‘二里头二期’时，二里头迎来了她

作为都邑的大建设、大发展时期。这一时期的遗

存开始遍布现存 300 万平方米的遗址范围。显

然，这是人口高速膨胀的证据”［12］126。这一时期，

“二里头文化的分布范围首次突破了地理单元的

制约，几乎分布于整个黄河中游地区”［12］145-146。

对于二里头文化，目前学界达成的初步共

识是：认可二里头遗址的夏都地位，二里头文化

作为东亚大陆最早出现的核心文化，其所代表

的广域王权国家地跨晋南、伊洛河谷与淮河流

域，结束了“满天星斗”式的龙山晚期各地域集

团共存的旧秩序，奠定了古代中国的基础，也标

志着中原中心的政治格局的初步形成。

洪水之后，二里头所在的洛阳盆地出现广

阔平坦的平原以及无人区，流水沉积使得土质

肥沃，有利于发展农业生产。农业是人类文明

发展的巨大进步，但农业生产远比采集、狩猎与

畜牧的生产方式辛苦，所以如果没有强大的生

存压力，人们不会选择这种辛劳的生产生活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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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但二里头时代的华夏大地，曾经的洪水与

灾难图景作为潜意识沉淀入人们的心底，成为

开始新生活的文化原型，因而使得当时的华夏

先民更加重视谷物种植。毕竟农业可以养活更

多的人口，也可以更好地抵御自然灾害。而且

黄河中游的农作物种植较早具有多样化的特

征，粟、黍、大豆、小麦等多有培育，多元发展的

农业经济以及因治水而逐渐发展完备起来的管

理体系，成为中国早期国家产生的基础。因

此，较之其他区域较为单一的农业种植体系，这

里更容易维持族群的持续生存与发展。

上述情况综合起来可以看出，公元前 2000
年前后的大洪水过后，大范围的农业定居生活

重新在中原以二里头遗址为中心的地域范围内

铺延开来。有学者研究认为，在大禹治水的过

程中，其主体应为“敷土”，禹之功在“敷土”，大

禹利用随山、浚川等各种方式排除了水患，得到

了土地。而对于豳公 铭文中记载的大禹治

水史迹，沈长云认为其“敷土”非“布土”，而是通

过治水，给下民提供了可以耕作的土地，重新恢

复与发展了农业生产。后世《论语》中，孔子所

言“禹……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也应该是传

说中的大禹在开发低地平原的过程中，为变山

地农业为沟洫农业、发展农业生产所付出的

努力。

伴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口汇聚与增长，为开垦

更多的耕地，人们被迫在远离河湖的地方建造

新的家园，而水井也在这个过程中被发明和应

用。传说伯益是大禹治水时的助手，《吕氏春

秋·勿躬》云：“伯益作井。”《淮南子·本经训》也

载：“伯益作井而龙登玄云，神栖昆仑。”水井的

应用使得人们在远离河湖水源的地域进行农业

生产与定居成为可能，定居范围也逐步扩大。

同时“治理洪水的实践经验被用来进行农田水

利建设，沟洫开始大面积出现，灌溉农业在华北

平原和长江中下游平原逐渐形成”［13］。《尚书·禹

贡》云：“九州攸同，四隩既宅。”灌溉农业在更广

大的地域范围内发展起来。

安定是农业生产与生活的基本特性，而在

一个固定而广大的地域内长期进行农耕和养殖

的定居生产与生活方式，是人类开启文明并向

复杂性转变的重要跨越。

三、最早“国家”与最初“中国”

大洪水之后，以洛阳盆地为中心的中原定

居文明的发展，特别是二里头文化的快速崛起，

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外部因素，那就是周边诸

多早期文明的普遍衰落。考古资料表明，公元

前 3000 年前后，中华大地上的各个区系文明呈

现出多元并行发展的态势，如东北地区以玉质

礼器制造为代表的红山文化，长江中下游以玉

祭文化为标志的良渚文化等。这些文化在当时

皆已产生世俗权力和宗教神权的集中，进入了

早期国家阶段并呈现出鲜明的文化发展特色。

到了公元前 2000 年前后，周边曾经繁盛一

时的文化先后走向了衰落或消亡。这些考古学

文化衰亡的原因，除了降温与大洪水侵袭之类

的外部原因，还有一个共同之处，即“宗教在其

社会生活中都占有着极为重要的地位……大量

宗教遗存的存在，构成了这几支考古学文化最

富特色的文化内涵”［11］88。这些文明在其发展进

程中为凝聚人心、整合社会资源而具有浓厚的

宗教氛围，并逐步形成以神权崇拜为运转基础

的社会。但统治者对神权的过度崇拜极可能因

投入大量非生产性的劳动而导致社会资源配置

的巨大浪费，因此极大地削弱了社会持续发展

的经济基础并引发诸多社会矛盾。而如果整个

社会的运作建立在宗教祭祀与信仰的基础上，

不仅不利于整个社会的健康发展，而且无力应

对突如其来的灾难，对此，近年来诸多学者的相

关研究皆有探讨与说明。

李伯谦认为早期国家有两类基本的发展模

式，一是以神权崇拜为主的神权国家，二是军

权、王权相结合的王权国家，红山与良渚文化

古国应是神权国家的典型代表。史前时期，降

温与大洪水的到来，检验并锻造了早期国家文

明的韧性与生命力，危机和灾难或者给其政治

体制的发展演进带来契机，或者因应对乏力而

导致文化的崩塌。良渚之类由宗教权力占主导

地位的古文化从此走向衰落消亡，同时证明这

些古国在制度和文化上存在着固有缺陷。

从大洪水到广土定居：最初“中国”形成的地理空间及文化考论

53



2022 年第 6 期

这种政治实践的经验教训为后起的中原文

明所吸收并借鉴，导致中原文明的发展特质与

早期周边的诸多文明截然不同。有学者认为，

务实与创新是促进中国早期文明发展的决定性

因素［14］。对于早期中原文明的发展来说，中原

地区在嵩山南北部族集团的不断整合重组、外

来文化的渗透互动以及族群之间不断的矛盾冲

突中，其最早的核心文化和广域王权国家的建

立，“必然是通过现有的世俗手段，特别是实力

的比拼来获得的……而由此导致的后果，是其

社会权力带有较为世俗的或务实的色彩”［15］。

人类社会的进步是一个很艰难的组织能力

的提高过程。不同的地理位置与生态环境决定

着不同人群的生存方式与竞争能力。大洪水以

及因洪水治理而发展完善的国家权力，应该是

中国黄河中游较早进入文明时代的关键因素。

在生存危机关头组织起来的人们，应对危机的

能力增强，群体因而获得了个体难以超越的能

力，这是社会进步的体现。也“正是在治理洪水

的过程中，中原文明强化了管理权威，跨入了历

史时代”［16］。

从上述角度出发，我们可以把红山与良渚

之类文化作为早期国家看待，但不应视为最早

的中国。因为“对中华文明起源的探索包括两

个方面：一是确立符合中国考古资料特征和中

华文明特质的文明形成标准，二是追寻历史时

期和现代多民族统一中国的雏形”［17］。早期中

国的制度和文化是自然与历史共同选择与作用

的结果，公元前 2000 年前后的大洪水及其治理

展示了“中国文明起源与形成是从无中心的多

元到有中心的多元一体”［14］33 的文明演进路径，

我们在关注诸项文明标准的同时也应考虑到中

国文明的演进特色。可以看到，二里头文化时

期的中原文明与现今中国，在内涵和外延上虽

均存有较大差异，但它是导向今日中国的源

头。正是基于此，对于更早的红山和良渚等诸

多文化古国，我们“虽然不难认可它是中华文明

源头之一，但一时还难以将其同‘最早中国’联

系起来”［18］。

中国早期文明的分布，在古代也被称作“禹

域”。李零讲其范围包括北方黄河流域的“三条

线”和“三大块”，三条线分别为农牧分界线、农

牧争夺线和三代王都线，三大块分别为“周板

块”“夏板块”和“商板块”［19］191-192，这个地理空间

范围在文献中也被称为“有夏之居”，并被人们

视为“九州”的中心，而“中国早期居民，从夏朝

开始，无论住在哪一块，都自称‘有夏’，住在‘禹

迹’，这是‘中国’概念的前身”［19］192，也是对最初

“中国”的地域认同。

伴随着中原人口规模和密度的持续增长，

以及以二里头为中心的中原文化地域扩张，也

自然生发出“居中而治”的政治地理观念。而在

地理空间上，二里头也正处于华夏文化共同体

的中心位置。《尚书·召诰》中，召公言：“王来绍

上帝，自服于土中。”地上的小世界模拟的是天

上的大世界。杜金鹏曾指出，二里头夏都也体

现了“王者必居天下之中”的政治理想。以黄

河中游为活动中心，定居文明的空间不断向四

周拓展，《尚书·禹贡》言：“禹别九州，随山浚川，

任土作贡。”这是定居文明向外地域性扩张的反

映，同时也体现了中原文明吸收融合周边其他

文化的历史进程。

定居文明也是产生“天下”观念的基础。“中

国古代天下观，最初的表述就是《禹贡》九州。

《禹贡》九州，自古相传，是大禹治水，用脚丫子

一步一步走出来的。禹的足迹，古人叫‘禹

迹’。……夏、商、周三代都以夏人自居，认为自

己住在‘禹迹’的范围之内。”［20］古代先民正是在

中心四方的固定地理格局中才日渐产生了“天

下”观念。“中心”相对于“四方”而存在，“中心”

与“四方”的结合即是“天下”。在甲骨文中，有

“四方”“四土”与“中商”等称呼，商族自认位于

“中土”，“四方”与“中心”的观念已经较为普

遍。到了西周早期，“天下”一词大量出现，将中

原腹地洛阳所在地作为天下之中的“中国”概念

也逐渐清晰起来。何尊铭文中有“宅兹中国”，

含义也非常明确，是指洛邑所在的洛阳盆地及

以周公营洛所建造的成周为中心的中原地区。

有学者把“天下性定居文明”看作中华文明区别

于其他文明的本质特征，这和称二里头为“广

域王权国家”的论述正相吻合。也正是从“天下

性定居文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说最初的“中

54



国”是从二里头遗址所在的中原地区的特定历

史与地理条件下孕育出来的。

“芒芒禹迹，画为九州”（《左传·襄公四

年》），“九州”与“禹迹”的关联，仍然是对公元前

2000 年前后大洪水泛滥与治理的追溯，而从《山

海经·海内经》“帝乃命禹卒布土以定九州”到

《左传·哀公七年》中“禹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

者万国”，则升华为更深一层的文本叙事，其述

禹拥有因治水而获得的权威，把广大地域上的

诸多族群凝聚在一起，从而推动了华夏族群在

大激荡历史转型时期的社会巨变。

四、“和合共融”与“文化中国”

大洪水之后，迁徙聚拢到中原地区的人们

在新的定居空间中重新勾画自己的文化身份并

创造新的文化边界。他们在地域空间和文化特

性上将自己重新定位，并形塑历史感与构建文化

上的“他者”。于是，新的文化共识在地理环境和

多样化的文化交融激荡中得以产生。“人们通常

所说的东夷族、华夏族，在颍、伊、洛地区进行了

一次长达数百年的民族大交流、大融合”［21］，中原

文化和周边诸文化以自觉或不自觉的形式在个

体、集团、族群的生活、思想与言语中相互冲突

与交融。在不同族群杂居融合的过程中，一个

具有新的文化认知，包括新的定居空间所带来

的地域认同与文化认同的统一文化共同体被重

新塑造，而其塑造的基础即是在治理洪水与防

治灾变的过程中所获得的政治经验与生存智

慧，并由此开启了以中原为中心的早期中华文

明的发展历程。

中原文明的勃兴建立在广泛兼收并蓄周边

文化先进因素的基础上。正如有学者所说，“二

里头都邑的出现与完备是区域文化自然发展、

区域内外居民汇集和文化整合的结果”［22］。洛

阳盆地以二里头遗址为核心的二里头文化，首

先来源于嵩山东南麓煤山类型文化的“新砦期”

文化遗存。嵩山周边一带海拔相对较高，新砦

期文化遗存以嵩山为中心，一般认为晚于中原

龙山文化晚期，而早于二里头文化一期，有学者

认为是夏代的早期文化。也有学者认为，新砦

二期文化可能与大禹治水有关，而规模空前的

大洪水是二里头文化形成的直接原因［3］36。伴

随着降温和洪灾，周边各文化族群陆续向地势

较高的黄河中游迁徙。二里头文化吸收、选择

并整合了周边不同部族文化的精髓，于公元前

2000 年之后，崛起于以嵩山为中心的中原腹地。

可以说，“二里头文化形成过程中的重要机

制乃是文化的整合”［23］415。换言之，二里头文化

是在包容、同化乃至改造周边不同部族文化的

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通过吸纳、学习和交流，诸

多部族历经磨难、浴火重生，在文化和制度上进

行了重新建构和选择。在大洪水之后的中原区

域内，“以二里头遗址为中心业已形成一种内部

凝聚的、金字塔式的聚落分布格局。龙山时代

晚期那种众多聚落群分庭抗礼的局面消失了，

代之而起的是这样一种状况：二里头聚落成为

至高无上的中心，它所在的洛阳盆地也成为整

个文化区之内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23］419。

于是，在新的地域和组织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定

居生活成为早期中原文明进一步发展的物质

基础。

大洪水之后的二里头都邑，以血缘关系为

纽带的聚落集团迅速扩展，聚落规模和人口密

度也逐渐增加，这是促使群体进化的很重要的

因素。因为密集的人口会加速信息的传播交

流，也使得一定范围内传播媒介的产生成为可

能。文化的交流互动使不同族群之间的联系普

遍增强，整个社会的群体进化加速。通过密切

交流而形成的新型文化共同体在这个基础上初

步显现。

这是由多个迁徙而来的族群于此定居所锻

造成的新的文化共同体，他们通过杂处和交流，

凭借现实的记忆对过往历史进行重组。因为他

们拥有与洪水斗争的共同历史记忆而达到文化

心理上的共识，形成了大量的文化共性，又因为

语言和情感上的现实交流，而创造出新的社会

记忆。而“社会记忆是社会秩序与共同价值的

重要来源，它涉及不同社会群体如何形成文化

认同”［6］287。历史和现实的交融互动构筑新的文

化记忆，由此塑造了集体经验和群体共识，而共

识性的文化又进一步促进了共识性制度的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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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于是，在各部族不断的互动、博弈和融合

中，最初的“文化中国”出现并成长起来。

伴随着农业定居生活的发展，一个或一些

人群的生活方式与固定的空间发生关联，一块

固定的土地成为“家园”与“故土”，地缘意识成

为支撑人们思想与情感的重要基点。何尊铭文

“宅兹中国”即反映了中国历史的一个非常基本

的特征，就是这个文明是世世代代生于兹、长于

兹的族群所创造的，这是长期定居生活所带来

的经验。血缘也在此固定空间中发生代际传

递，而这种代际的空间关联，产生了一个结果，

那就是祖先崇拜。

祖先崇拜是因血缘而衍生的权力与义务体

系，后世子孙的一切多仰赖于祖先的遗赠，有

学者称之为“祖赋人权”，即“因为祖宗而赋予同

一血缘关系的人的存在与行为的合理性和依

据”［24］114。权力的传承建立在血缘延续的基础之

上，来自每一寸土地上祖先的骨血。因而“原初

的血缘关系、国家产生后的地缘关系与物质生产

关系（财产关系）三位一体是中国文明的基本底

色，也是血缘社会长期延续的重要基础”［24］118。

祖先生前是身边亲近的人，去世后则成为鬼神，

这使得人和鬼神之间的界限比较模糊。在此人

神同质的基础上，也较易产生人本主义。

空间的固定还意味着人们世代在这块土地

上生生不息，而在固定的空间之中，固定而有序

的生活也催生固定的行为准则与习俗文化。大

范围众多集团的人口迁徙带来了不同文化之间

的碰撞和融合，人们通过对意义或身份的重新

建构，形成共同或相似的价值观念和文化心理，

于是，进一步确立了基于广土定居的文明特点。

城市也是社会复杂化的产物。中原广土定

居文明的发展，使城市的组织形式也随着社会

压力的增大而日趋成熟。早期的城邑营建多因

地制宜，根据当地的自然环境进行修筑。但是，

城市的布局与建设力求规矩方正的建筑特点在

中原黄河流域首先出现［12］71，这不仅体现着日益

发展的建筑水平，更有文化观念的渗透与浸润，

因为不断发展的城市平面规划，开始体现出建

筑者对于理性秩序的追求。

在二里头文化遗址，人们“发现了中国最早

的城市主干道网，最早的宫城，最早的中轴线布

局的宫殿建筑群……可以说，这里是中国乃至

东亚地区最早的具有明确城市规划的大型都

邑”［25］。二里头都邑城市规划缜密，功能分区明

确，其中“方正的城圈，当然首先与平展的地势

和直线版筑的工艺有关，但方向最大限度地接

近正南北，追求中规中矩的布局，显然超出了防

御的使用范畴，而似乎具有了表达宇宙观和显

现政治秩序的意味”［12］72。二里头遗址极强的规

划性，是其作为权力中心的政治性城市的显著

特征。中轴性规划，也是王权至上的政治性城

市“建中立极”思想的体现，后世中国古代都城

的营建规制与此一脉相承。

各族群向中原地区的聚拢，某种程度上也

激发了中原地区的社会复杂化进程，族群迁徙

融合、文化交流碰撞以及资源集中、人口增加和

社会事务的繁杂，也为社会行政组织的复杂化

以及权力的进一步集中带来了契机。中华文明

多元起源，最后汇聚于中原，中原文明将其吸

收、改造并融合在一起。正是在不断的文化交

流融合与借鉴中，为了维持更大规模社会的正

常运转，更加符合政治生活实际的组织能力在

实践中日益发展成长，国家制度从政治与宗教

相结合的“二元政治”逐渐转向了以王权政治为

主导的“一元政治”。中原地区的国家制度得以

成长发展。

国家是文明发展的标志，也是文明的载

体。生存危机是国家制度的最底层逻辑，如前

所述，中国古代“天下性定居文明”的形成，正是

先民们出于存续的需要，对独特的自然地理条

件作出的制度响应。大洪水之后，中国早期文

化逐步形成了一种聚合性的文化，这成为中国

早期文明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从此，中国文

化发展的主旋律是走向聚合，大一统成为中华

文明的一个显著特色。徐义华认为促使中国大

一统观念产生的原因有四：“一是大范围内相似

的农业经济；二是祖先神化的宗教；三是夯土技

术的成熟；四是和合思想的产生与传播。”［26］这

个论断也契合于早期中国中原文明的发展实际。

同时，统一政治秩序的建立，不同部族集团

的整合，均需要一定的外在强制性权力。在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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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有机整合的制度中，还需要有一个最高的权

力核心，这就是权威。为了增强领导力抵御风

险，这个权威还需要被明示出来，使其成为政治

制度和政治生活的枢纽。《史记·夏本纪》记载，

禹有“五功”，除了治水，还有定都阳城、分九州、

征三苗、会诸侯于涂山四大功。《韩非子·饰邪》

记载：“禹朝诸侯之君会稽之上，防风之君后至，

而禹斩之。”昭示出禹的权威之盛。

先民们面对巨大的自然灾害感到恐惧和无

能为力，个人、家庭、村庄乃至部落的力量都无

法对抗，希望联合组成利益共同体，打破各自分

立的部落体系，进行更大范围的动员，来应对灾

害。携泥带沙、滚滚而下的黄河水冲破堤防后，

在洪水的威胁下，共同治水成为各部落生存需

要面对的头等大事。大禹由此才得以顺利地打

破原来各自为政的部落体系，建立了中央权

威。而在紧急的治水任务面前，禹处决参加会

议迟到的防风氏也变得可以接受。

因为对于任何一种文明而言，生存是第一

要务，其他任何目标都要服从于文明存续的最

基本的需要。于是，中央权威与治水相辅相成、

相得益彰。治水的成功也极大地加强了中央权

威，而各部落在水患治理后，都能松一口气，也

愿意服从中央权威的领导，所以治水与权威的

建立之间具有必然的关系，这是特定地理与自

然环境对于社会政治发展所起的作用。

最后，最初“文化中国”的发展还表现为中

原礼乐文化的产生与辐射四方，也即礼器与礼

制的应用与发展。尽管“在嵩山周围、洛阳盆地

一带的中原腹地，整个龙山时代并无使用大型

玉器的传统”［12］104，但是到了二里头文化时期，

已经出现了大型的玉礼器。许宏进一步认为，

最早的以青铜礼容器为核心的礼器组合也于这

个时期得以确立，而多族群杂居的现实、复杂

的等级差别、频繁的战争冲突以及规范现实秩

序的需求应是礼乐制度得以产生的前提。

作为宗法制度和社会等级的物质表征和外

在化身，礼器昭示特权等级，规范社会身份秩

序，并与血缘宗法联系在一起反映着世俗权力；

同时它还可以唤起人们对于往昔的记忆，成为

沟通今昔的桥梁。于是，“从重世俗功利的祖先

崇拜观念及其所强调的宗法等级秩序出发，中

原文明逐渐形成了以宫庙和礼器为物化形式的

礼乐制度，祖先崇拜及由其衍生出的礼乐制度，

成为中国早期文明的重要特征”［11］89。系统的礼

乐制度也是对中原地区在早期文明形成关键时

期的社会政治现实的认可和固化。

上述在大洪水之后基于中原广土定居而发

展起来的文明特点，即祖先崇拜的发生、城市组

织的发展、国家制度与权威的强化、大一统的聚

合观念以及以青铜礼器为标志的礼乐文化，都

告诉了我们最初“中国”的出现与发展状况。而

只有在面对这些文明发展的证据时，我们才有

理由相信：这就是中国，就是我们最初的“文化

中国”。

总之，公元前 2000 年前后，发生在中国大地

上的气候突变、大洪水以及随之而来的族群迁

徙、大禹治水等历史事件，对于中国早期文明的

发展，特别是中原文明的持续发展具有特殊的

意义和影响。对于中国早期文明来讲，大洪水

之后，中原定居文明的勃兴与周边文明的衰落

和消亡形成鲜明的对比，大规模的族群迁徙与

文化共融，决定了之后中国文明发展的特色与

路径，并奠定了最初“中国”的发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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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the Great Flood to the Wide Land Settlement:
A Study of the Geospatial and Cultural Formation of the Primary“China”

Li Shuangfen

Abstract: Various research data show that around 2000 BC is a turning point in the development of early Chinese
civilization. During this period, a wide range of cooling and flood disasters changed the diversification process of the
evolution of early Chinese civilization. The early civilizations around the Central China experienced cultural decay and
alternate due to their inability to cope with disasters. With the migration of many surrounding ethnic groups to the
Central China, the decline and demise of early civilizations coincided with the flourishing of the Central China
civilization. Because of the advantages of geographical environment, the central area of China developed a wide land
settlement civilization centered on Erlitou. The civilization of the Central China absorbed and drew lessons from the
early civilization development of the surrounding areas, and formed a secular and practical civilization evolution model
in the process of water control. The “Governing in the middle” and “world” concept is also based on the Central
China settled civilization arising. In the process of cultural exchange and ethnic integration, the central area of China
has formed a new cultural community. The development of ancestor worship, the formation of the concept of big
unification, the central of the national system and the concept of authority, and the growth of the culture of rites and
music made the central area of China the original“culture China”.

Key words: flood；wide land settlement；geographic space；culture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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